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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本版主持：温新红）

几十年来，我国已经颁了不少奖项，资助了许
多重点甚至重大项目。有的经费甚至几千万或上
亿元，有的人得到了不少省奖、国家级奖、国家部
级奖等。

我认为，该到“回头看”的时候了。
如何回头看？按学者为个体进行回头看，特别

是将得到国家级奖项、国家重点（重大）项目经费资
助的学者的所有项目目录、经费、奖项列出，再将他
们的成果按项目或奖项排列（特别要列出成果的实
际内容），对成果中的实际数据再进行核实，例如推
广了多少企业、得到了多少产值与效益等。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如经费对应的科研成果如
何，有没有重复报奖，获得的科研成果的价值与对
应奖项及经费数目是不是匹配；工科的研究有没有
实际工业上的价值，对工业有没有实际指导作用或
产生经济效益，等等。

每个项目或奖项割裂出来看都发现不了一些实
际问题，全部放在一起就能够看出学者对学术、行
业实际贡献了。

如果一个差不多水平或贡献的学术成果，有的
学者只花了几百万经费，有的学者却花了数千万甚

至亿元经费，我想这还是有差别的吧。
如果将一个研究成果进行重复包装重复报各类

奖项，这应该是能够看出来的。
如果按照当初报奖到企业开证明所产生经济效

益，过了多少年再去核实看是不是还在生产，曾经
的销售额及上交利税，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更何况，这样的评价对社会、对纳税人也是相对
公正的交代。

现实中，把一些专家的得奖项目进行推广，不但
企业没有效益，最后企业赔了不少，甚至还有企业
因此关闭的。但可能这些企业出的证明还帮助他们
得到了各级奖项。

我曾有幸被邀作为专家参加国家某部的数十
项百万元经费级项目的验收。对其中的一个项目
我提出不同意给“一等”验收结论，并提出了我不
同意的理由。毫无悬念的，最后这个项目的验收成
果还是“一等”。

事情过去多年了，其间我与这位项目负责人同
一单位的几位教授在不同时间场合下询问这个项目
的情况，从中知道那个项目中数据肯定不是真实的，
而且并没有见到结题报告中说的经济效益。

如果这个项目现在进行“回头看”，结论就再清
楚不过。所以，在科技界，大家都要对科学与个人信
誉有“敬畏感”。

（http：//blog.sciencenet.cn/u/lin602）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文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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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喝茶，尤其爱喝普洱茶。
前段时间有关普洱茶是否致癌

引起了社会热议。这源起于方舟子
的文章《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其
中说到了普洱茶含有致癌物黄曲霉
素，文章引用了前几年的两篇科技
论文：2010 年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研究人员抽查了广州市场上的
70 份普洱茶样品，发现全都能检测
出黄曲霉素；2012 年南昌大学一名
学生从南昌市场采集了 60 份普洱
茶，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其中 7
份超标。

捧着茶杯，我开始思考，普洱茶
如果真的像那两篇科技论文所说的
含有多种真菌毒素，且浓度大大超
标的话，以黄曲霉素尤其是 B1 的毒
性之大，喝茶这种生活方式足可以
改写中国癌症的流行病学结果了。

流行病学显示，粮食中黄曲霉
毒素污染率的高低与地区的肝癌死
亡率呈正相关，而我国各省份中肝
癌死亡率最低的是云南（普洱茶的
产地），从普洱茶—肝癌相关性上
看，似乎不支持普洱茶致癌的假说。

不过，那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
还是很重要的，值得研究一番。迄今
已经发表的关于检测普洱茶真菌毒
素的文章有很多，但研究结果不一
致，有的说没有，有的说微量，有的
说很多。

从这些结果上推测，普洱茶中
的黄曲霉菌可能来自于运输、储存
中的污染，而不太可能是发酵工艺
中的必然产物，因为后者的污染将
使检测结果趋于一致。如果不是发
酵中带来的污染，这样无论黑茶、红
茶还是绿茶，或者是咖啡，都有可能
受到真菌毒素的污染。

我快速上网查了下其他茶叶产
品的情况，很快查到不同的茶叶产
品以及咖啡中都检测出真菌毒素。
其中有一篇文章报道说，研究人员
通过使用质谱法对西班牙超市中售
卖的 100 种咖啡样本进行分析，测
到多种真菌毒素，包括伏马菌素、黄
曲霉毒素、单端孢霉烯和新兴真菌
毒素。

我作了几个假设，让实验室通
过独立分析一批茶叶来给予证明。

第一，普洱茶的制备工艺不产
生黄曲霉素和其他真菌毒素，茶叶
中含有的这几类真菌来自于后续运
输和存储过程中的污染，所以我们
同步检测普洱茶和其他如绿茶、红
茶产品，应该会得到相类似的结果。
有人做过普洱茶的渥堆模拟试验，
将三组云南大叶种毛茶接种 As-
pergillusflavus，结果很有意思，对照
组花生的黄曲霉毒素含量于第 20
天达最高峰，接种 A.flavus 的毛茶中
灭过菌的 A 组检出微量的黄曲霉
毒素，含量低于卫生标准，而未灭菌
的 B 组及未接菌种的 C 组未检出
黄曲霉毒素。这个实验可能需要进
一步重复，它的结果是否提示黄曲
霉菌并不适合在普洱茶发酵的微生
态中生长？

第二，实验室污染问题，这可
能是导致检测结果不一致的一个重
要原因。既然茶叶中有微量真菌，那
么为什么实验室中就不会有呢？常
见寄生霉菌广泛存在于温度为
25℃～40℃的温暖地区，因此位于
热带地区或者常温条件下的实验室
容易受到污染，现在的实验室采用
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这些高灵敏
度的分析仪器会因为实验设备、材
料、试剂等微量真菌污染而产生假
阳性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实验室在
采用三重四级杆质谱开始茶叶检测

前的空白试验，都
发现有真菌毒素，
系统清洗并更换
试剂后才去除这
个因素。

第三，检测方
法的选择也很重
要。我们是用开水
泡茶，饮用的是茶
汤，与玉米、花生
等粮食相比在食
用方法和用量上
有着根本的差异，
黄曲霉毒素是脂
溶性的，但微溶于
水，它溶解进入热
水和有机溶剂的
比例不一样，采用
沸水提取法来模
拟实际的饮茶方
法（单次冲泡和多
次 冲 泡 茶 叶 取
样），应该能更准
确地检测茶叶中进入茶汤的霉菌毒
素，而有机溶剂萃取法更适合检测
食品中的霉菌毒素的含量。

我们购买了来自中国、印度、日
本等地的 20 种市售茶叶，分别为：
中国产普洱茶、青茶、红茶、绿茶；印
度产红茶；南非产红茶；日本产绿
茶。采用有机溶剂以及 80℃水两种
方法提取 20 种茶叶中的真菌毒素，
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进
行分析测定及方法学考察，检测各
茶叶中黄曲霉毒素（B1、B2、G1 和
G2）、伏马霉素（FB1、FB2、FB3）和脱
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绝对含量。

我们发现采用有机溶剂提取的
检测方法，包括普洱茶、红茶、绿茶
在内的多种茶叶产品都不同程度检
测到极微量的真菌毒素，其中黄曲
霉毒素 B2 在 6 种茶叶产品中被检
测到，黄曲霉毒素 G1 在 4 种茶叶
中被检测到，伏马霉素 FB1 在 3 种
茶叶中被检测到，伏马霉素 FB2 在
一种茶叶中被检测到。其中毒性最
强的黄曲霉毒素 B1 并未检测到。
而 80℃热水提取样本中，除在一种
糯香普洱产品中检出微量的伏马霉
素 B1 和 B2，其余所测样本中 8 种
真菌毒素均未检出。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
中国国家标准 GB2761《食品中真
菌毒素限量》中规定食品、玉米、玉
米制品、花生、花生制品中的黄曲霉
素限量标准为 20μg/kg；脱氧雪腐
镰刀菌烯醇在玉米、玉米面、大麦、
小麦中的限量为 1000μg /kg；伏马
菌素欧盟限定标准为玉米和玉米制
品中不得超过 1000μg/kg。我们实
验室采用的两种提取方法检出的茶
叶真菌毒素含量在 0.15μg/kg 至
7.41μg/kg 之间，均未超过国际食
品安全规定的真菌毒素限量。

总结一下，从我们通过随机采
样对 20 种市售茶叶的检测结果来
看，有几种普洱茶产品含有包括黄
曲霉毒素在内的真菌毒素，但低于
限量标准，普洱茶产品所含的真菌
毒素并不显著高于其他茶叶（红茶、
绿茶等）产品。用热水法提取检测，
在茶叶中所含的微量真菌毒素进入
茶汤的量更少。

因为样本量的限制，这个检测
结果并不能覆盖市场上其他的普洱
茶产品。各种茶类饮品的安全性问
题永远是个大事，要从根本上解决
这类问题，还是需要针对这些产品
制定出一套科学、有效的卫生标准。

（http：//blog.sciencenet.cn/u/
weijia2009）

网罗天下

前些日子，史蒂芬·霍金的博士论文首次在网上
免费公开，下载量过大以至于剑桥大学网站崩溃，霍
金无疑是当今的世界级网红。2004 年，《纽约时报》记
者问霍金他的智商是多少，这位理论物理学家回答
说：“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知道吹嘘自己智商高
的全是人生的输家。”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最近有报道说，他的国务卿蒂勒森说他愚蠢。对此，
特朗普对媒体表示：“我认为这是一则假新闻。如果
真是这样，我想我和他应该较量一下智商。我可以告
诉你谁是真正的赢家。”

正如《华盛顿邮报》的菲利普·波坎所报道，特朗
普有吹嘘自己智商的历史，并经常挑战他人的智商，
他的支持者们长期以来也充当了他的吹鼓手。

尽管智商仍然是描述智力的可量化的、简单直
接的手段，科学家对智商测试一直持怀疑态度。有研
究表明，智商在人的一生中并不是一个常数，而且它
与情商和创造力也没有多少关系。

智商高，并不意味着有智慧。智商只与分析能力
有关，着重测试的是模式识别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大多数标准智商测试忽略了人类智力的其他两
个方面：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创造能力是我们应对
全新未知形势的智慧，而实践能力是锲而不舍完成
一项任务的本领和禀赋。

在人生开始的二十年主要处于学习阶段，分析
能力强的高智商学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当这些好
学生走出校门后，他们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创造
能力和实践能力远比智商重要。马云这些互联网上
大牛的成长经历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研究表明，智商基本上由遗传决定，提高智商是
困难的。但创造能力、批判性思维可在后天学习中获
得和改善。多学习、勤思考、持之以恒，每个人都可以
提升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大概才是一个聪明人的
正确做法。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知易行难，有研究指出，要

让一个测试者独立思考 6 到 15 分钟非常困难，多数
测试者宁愿做任何无聊的琐碎事也不会好好思考十
几分钟。试想下，有几个人在认认真真读本书并静下
心来思考一些问题？绝大多数人在手机上划来划去
转发微信上的垃圾信息。

传统智商测试也忽略了现实世界决策过程中重
要的思维方式和技巧，经测试被认为高智商者很可
能有逻辑思维缺陷。

逻辑思维缺陷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在尝试解决
问题时，往往不愿意深思，希图走捷径而掉入陷
阱，又被称为思维懒惰。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缺乏分
析思考所必备的具体知识、规则和策略，又被称为
知识缺损。

所谓思维懒惰是指当遇到问题时，我们可以在
几种逻辑思维机制中作出选择。有的机制需要巨大
的计算能力，让我们可以精细准确地解决问题，但是
速度慢，需要我们集中精力，不能兼顾他业。有的对
计算能力要求相对较低，处理速度很快，不需要集中
太多精力，因而可以处理更多的任务。人类是逻辑思
维的懒惰者，我们总是倾向采用那些需要较少的计

算量的逻辑思维机制，即使它们常常不太准确。
知识缺损，很多情况下是指我们需要获取各种

具体的知识方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哈佛认知科学家
戴维·帕金斯创造了“思件”一词（对应于“硬件”“软
件”），指的是进行理性思考时在记忆中必须具备的
各种规则，数据、程序、策略和其他认知工具（概率、
逻辑和科学推论的知识）。没有这种思件（知识）就会
掉入另一类逻辑思维缺陷，而这类缺陷是无法在典
型的智力测试中获得鉴别和诊断的。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假设甲型病毒综合征是
一种严重的疾病，人群中每 1000 人有一个人得病，诊
断测试表明凡是带有甲型病毒的人都是该甲型病毒
综合征的病人。又假设，测试的假阳性率为 5％，这意
味着该测试把没有甲型病毒感染的健康者中的 5％
误诊为带病毒者。

接下来，我们随机选择一个人作甲型病毒测试，
检测结果为阳性。假设我们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其他
信息，那么这个人真的得甲型病毒综合征的概率是
多少？

最常见的答案是 95％，但这是错误的。人们往往
忽视问题的前提设置，前提是：每 1000 人中只有一个
人患有甲型病毒综合征。假设另外 999 人（没有患病
的）进行测试，5％的假阳性率意味着其中约 50 人

（0.05 乘以 999）将被告知带有甲型病毒。因此，每千
人中测试甲型病毒为阳性的 51 例中，只有一个人是
真正的患者。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对于甲型
病毒测试为阳性的，他得病的概率实际上是 1/51，大
概是 2％。也请读者注意，今后面对那些得病基数相
对较低，而假阳性率又较高的测试，尽可放心，大多
数测试为阳性的不可能是病人。

上述两种逻辑思维缺陷的人很容易在日常生
活中犯错误，但是在传统智商测试中，他很可能被
认定为是高智商的聪明人，因此聪明人常被聪明
误便不难理解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lxu2800）

科学界急需“回头看”
姻林中祥

提问使人快乐。观察两类人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一是研究生。研究生导师应该都有同感：许多研

究生入学后就像追债一样追着导师要选题，如果没
有追要到，他们很快就会迷茫、困惑、焦灼，苦不堪
言。反观那些心里踏实、痛却快乐的研究生，要么是
正在被激动人心的科学问题缠绕着，要么是已熬到
能独立提出至少可发表过得去论文的科学问题。

科学研究就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而爱因斯
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
为前者“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反之，研究生如果自己提不出问题，向导师又要
不到问题，那么跟父老乡亲千里迢迢进了城却找不
到活干几乎一样：空有一身本领没处使不说，还眼看
时光在匆匆流逝，而同龄同类人又不时地在收获，能
不急、不痛苦吗？

二是儿童。相信人人都有同感：人的一生中，童
年时期最快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一项关于
年龄与幸福度关系的调查研究也显示，人到中年之
前，快乐程度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为什么儿童最快乐而随后快乐程度随年龄不断
下降？有学者指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特
征，不是我们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而是我们天生的提
问欲望。

哈佛大学儿童心理学家哈里斯的研究表明，一
个孩子在 2～5 岁之间会问出 4 万个问题。而等孩子
进入学龄后，他们的提问次数急剧下降，等到他们上
了中学，几乎完全停止发问。

可见，人快乐程度的下降伴随着提问次数的下
降。儿童爱提问，既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又尽情
呈现作为人的真本性，能不快乐吗？

既然提问使人快乐，为什么人读书越多（特别是
读到研究生阶段）反而越不爱提问或丧失提问天性
了呢？《绝佳提问：探寻改变商业和生活》一书作者贝
格尔指出，在学校里，我们的天生爱提问被死记硬背
事实和数字以通过没完没了的考试的需求所淹没。

哈佛大学教育专家瓦格纳教授说：“当你在学校
因为比其他同学知道更多的‘正确答案’而受到鼓励
时，我们自然就给学校教育的目标下了定义，让那些
持错误答案的人处于不利的地位。的确，在如今高度
重视应试的世界里，我们没有给那些与考试无关的
问题留出时间。”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慢慢都懂得，要想成功，就必
须放弃一些快乐转而经历一次又一次痛苦。悲催的是，
正如贝格尔所说，尽管日复一日的死记硬背可能已经
帮助你取得了好成绩，但你失去提问的热情，实在是一
件危险的事情。这种危险到了提出问题“标志着科学的
真正进步”的读研、作研究上就更加凸显了。

天体物理学家泰森将孩子比作科学家，因为孩
子会反复思考有关岩石和饲料之类的事情。哈里斯
指出，孩子与人类学家也很相似，他们不仅进行实
验，还不断向周围的人提出许多问题。

儿童心理学家高普尼克表示，年幼的孩子会以
类似于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方式来学习，比如通过探
索和实验。他进一步强调，当学生开始接受小学教育
时，严谨的教育便接踵而至，这也是孩子们的提问次
数开始出现显著下滑的时期。

也就是说，本来人人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但学校
教育消灭了受教育者的科学家天性———尽管它也成
就了受教育者的其他方面，例如阅读和算术能力。

学校教育的目标如果不是培养提出问题的人，

而是充满应试观念的解题高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是什么？最近听一位学术大牛痛心疾首地说，国人现
在竞相购买国外高精尖设备建高宽阔实验室，竞相
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但他们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
事，就是证明老外说得对。然而，只懂做题、干活的人
永远不如创新者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必须指出，提问使人快乐并不意味着任何提问
都使人快乐。正确而有意义的问题最使人快乐。爱因
斯坦有一条广为流传的语录：如果他有一个小时的
时间去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在生活中很重
要，那么他会先用 55 分钟去确定自己正在解答的这
个问题是否正确。爱因斯坦的经验告诉我们：确保做
正确而重要的事比做事本身重要。

就读研而言，如果打算从科学研究中获得持续
持久的快乐，那么重拾爱提问的天性，将更多时间和
精力练就提出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这样会比起
一入学就要题目，然后没日没夜开工干活重要得多，
尽管后者可能更短平快发表令人一时欣慰的论文。

（http：//blog.sciencenet.cn/u/SoSoliton）

为什么聪明常被聪明误
徐令予


